
闽西与闽台客家关系

闽西是一区位的名称。从人文地理学角度观照，闽西的区域

包括古代八闽最西端的州郡-汀州和现在福建最西边的地市

-龙岩，具体地说，就是长汀、宁化、上杭、武平、连城、永定、清

流、明溪八县和新罗区与漳平市的总和。这里是福建客家人聚居

并最多的地区，但福建的客家人还有散居于与闽西相邻的漳州市

南靖的梅林、书洋，平和的九峰、芦溪，以及诏安的官破、太平等乡

镇。全省客家人约粼刃万，与台湾客家人总数大致相当。

闽西与台湾的关系，有待于进一步认识。因为从表象上看，台

湾民众以闽南人为主，而台湾客家又以粤籍为多，所以，在人们通

常印象中，闽西与台湾的关系似乎并不显得突出。但是，如果以寻

根问祖并结合闽台客家关系来审视，闽西与台湾的关系却远远超

出世人的成见。

一、闽西与台湾姓氏的宗亲渊源关系

台湾有不少姓氏或其成员与闽西有密切的渊源关系。在这些

姓氏或其组成人员中，尽管只有部分由闽西直接迁台，但其他的祖

先都曾徙居过闽西，其中特别是绝大部分原籍为粤东和部分原籍

在闽南的人氏，他们的祖先都曾是闽西的主人，甚至有的至今还与

今日闽西相关姓氏共奉一个始祖，所以，闽西有他们斩不断的根和

梦萦的魂。

一、闽西迁台的主要姓氏成员

117



台湾闽西籍人口约70万。①这部分人中，究竟有多少个姓氏

难以统计。1950年，台湾省各姓渊源研究学会编印出版了一本《台

湾区百大姓源流简介》(以下简称《简介》)。其中所列100个姓氏，

幢、锤两姓资料同一，金、陆、倪、夏、童等5姓则因“资料未详”或

“文献不详”而未注明其去台原籍，所以，真正有“源流”者实为叭

姓。在这94个姓氏中，有明清时期由闽西直接迁台的主要姓氏27

个，即:林、黄、张、李、吴、刘、谢、曾、徐、苏、吕、江、高、钟(即瞳、

锤)、游、胡、沈、余、卢、魏、范、温、冯、石、邹、巫、阮，占94姓的

28.7%。毫无疑问，《简介》所记姓氏的原籍是以其人口在该姓氏

中有一定数量为依据，不然，书中将载明台湾有更多的姓氏有原籍

为闽西的成员。如据闽西练、饶、詹、翁等姓族谱记载，这些姓氏在

明清时期就有人迁台而成为台湾相应姓氏的成员，而它们在《简

介》中都未加以注明。所以，如果有条件全面深人地普查和统计，

有闽西籍成员的台湾姓氏必定远远超出27个。

然而，更值得重视的是，据《简介》统计，在这些有闽西籍人的

27个姓氏中，江、钟、游、胡、邹、巫等6姓的闽西籍人数，在台湾为

福建各地迁台相关姓氏人数之首。也就是说，在今日台湾的这6

个姓氏中，闽西籍人口占了相当的比例。

除与早期迁台的闽粤人氏一样喜将自己开发的地方冠以故里

的地名之外，闽西各姓迁台人氏还有将自己开辟的地方和创造的

事物附上自己姓氏符号的特点。如台湾的新竹、台中、南投、云林、

嘉义、花莲、台南等地都有吴膺里或吴膺巷，据考为南宋末年开基

并段葬于龙岩小池的吴承顺裔孙渡台留迹于当地后所取的名

藏撰蒸瓣翼爆撒巍翼
人日8 .5

万，现在
万(其中

1 18



称;①又如长汀籍翁氏在新竹有一个可灌田四百余甲(每甲相当
宁十一亩多)的渠圳，业户把它命名为“翁膺圳”。②这种文化现
象，说明早期渡台的闽西籍人氏具有慎终追远、眷恋祖先和故里的

情结，同时也为后人认识闽西与台湾密切的宗亲渊源关系提供了
又一方面的重要的依据。

二、台湾粤籍客家与闽西的渊源

广东是客家人最多的省份。台湾客家也以原籍广东为主，其
中原籍为古嘉应州的客家人，即占了台湾客家人总数的二分之

一。③所以，人们谈起台湾客家的来源，往往都会联想到粤东。然

而，广东特别是粤东的客家，绝大多数与闽西有宗亲渊源关系，他
们的祖先在人粤以前，基本都有徙居闽西的历史，正如英国教士良

贝尔于1912年所著《客家源流与迁移》中所说:“岭东之客家，十有

八九皆称其祖先来自福建宁化县的石壁村。”另外，梅州客家联谊

会和梅州市方志办曾参照摘录近50种梅州姓氏族谱及有关史料，

编印一本《客家姓氏渊源》(第一集)。该书汇集或整理了梅州34

个姓氏渊源史料，其中表明至少有刁、王、丘、伍、李、何、沈、吴、林、

范、姚、徐、黄、陈、张、郭、曾、汤、杨、刘、邓、黎、卢、钟、缪、谢、魏、

罗、肖、蓝等30个姓氏的祖先曾徙居过闽西，并且这些姓氏几乎都

把由闽西迁粤的那代祖先奉为开基始祖。如丘氏，其所录《梅县丘
氏族谱传序》载:

“河南丘氏，先世自东晋五胡云扰，渡江而南，入闽南而汀

(州)之宁化石壁。追丘氏祖三五郎，由宁(化)迁居上杭太拔

城前，段后葬于上杭县黄岩屏风镇，有子十人，三、六、八郎早

逝，惟七人盛传。七人中，伯七郎生三子，名继龙、从龙、梦龙。

馨 雏佩宾纂晃霭挚普旱纂豫瞥黔蜜粼数年版(清样’，第肪页�
澎 陈运栋《客家人》，台湾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112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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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龙生三子，名惟成、惟福、惟禄。惟成即南坑之祖，惟福即程

乡(今梅县)之祖;惟禄即林塘之祖。”

再如林氏，《渊源》录《蕉岭林姓族谱》记载:

“入闽二十二世林显荣，字清香，居汀州府清流县石壁村

林家城(清光绪时改为石壁塘李家庄)⋯⋯南宋末年避乱，居

大埔县大麻，为大埔开基祖。明中叶，其七世孙隐史公始迁蕉

岭南山下。”

又如张氏，其《兴宁张氏族谱》所附“清河都神冈社张氏族谱序”云:

“按我开基祖考小八郎公，她彭氏，原籍福建汀州宁化县，

中琴堡居焉。宋末阳季之秋，广寇作乱，惠潮嘉之民，十无一、

二，田无业主，宅无人居，我祖十九郎公，姚陈氏，生八子，由兄

弟八人俱至广东分别各住。小八郎公即入居潮州府之古梅

州，今为程乡县怀仁乡石窟都神冈社。”

更有甚者，这些姓氏或其支脉还与今闽西相关姓氏共奉当年

最初人闽的祖先为始祖或一世。如沈氏，据《梅县沈氏族谱》载:

“一世 廷辅，南宋高祖宗时随父入闽，住汀州府。”至六

世万三郎、万四郎、万五郎后，分别移居大埔、梅县、平远等地。

再如范氏，据《大埔范姓族谱》载:

“一世 坤，字详，官任龙图阁大学士。唐嘻宗元年，因

乱，家口十八人居浙江杭州钱塘，后移南剑州沙县盂阑峡，再

徙福建汀州宁化黄竹通开基。”至九世滋丈千二郎，居上杭，生

十子，名伯一郎依至伯十郎。其中十世伯四郎裔孙迁广东嘉

应州;伯五郎居程乡松口牛角塘;伯九郎居广东程乡;伯十郎

迁潮府海阳县，生大一郎移居大埔长治堂坪。

因此，广东特别是粤东客家在宗亲渊源方面，与闽西有着不可

分割和一脉相承的关系。其中闽西为源，粤东为流。既然如此，台

湾粤籍客家与闽西客家无疑也是血脉相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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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台湾闽南人与闽西的关系

如果说闽西与台湾粤籍客家的关系因为同祖同源，并且两者
同属于一个语系而易被人重视和认识的话，那么，闽西与台湾闽南
人的关系却相对不引人注目，因为两者不仅不同一个民系，而且在
台湾史上每逢“闽人，’(主要指闽南人)和“粤人”(主要指广东客家)
发生纠纷甚至导致“械斗”时，闽西籍人基本都同情并接近“粤人”。
所以，从表象上看，两者之间在文化上存在明显的差异。然而，如
果追本溯源，不少闽南姓氏的组成人员也与粤籍客家一样，其祖先
都曾徙居过闽西，甚至有的还与闽西相关姓氏成员有密切的宗亲
渊源。

绝大部分闽南人甚至有的学者根据野史方志的记述而形成这
样一种共识:闽南姓氏是由唐代陈政、陈元光父子征戍漳州时的随
从官佐士卒，以及五代王绪与王潮、王审知兄弟人闽经营时所率河
南光、寿二州移民所传。这种认识，如果仅从闽南姓氏的数量形式
而言大体不错，但若认为每个闽南姓氏的组成人员都是唐和五代
陈、王部属的后裔，则与事实不大相符。实际上，闽南各姓氏成员
除由先于客家先民人闽者或自成一体人闽的唐和五代陈、王部属
所传外，还有相当部分是由与客家姓氏一起自赣南人闽的姓氏所
传。这部分闽南先民自中原南迁，直至迁徙到赣南和闽西的宁化、
长汀、龙岩或上杭(明成化后还包括永定)还与闽西人同祖同源。
在此，我们且不论诸如张、简、肖等生活在与闽西相邻并操福佬和
客家双语的闽南主要姓氏的许多成员，其本身至今就还未完全脱
胎换骨成闽南人，就是那些标榜为陈元光所属后裔的姓氏，其成员
也不少与闽西有密切的宗亲渊源。如陈氏，据漳州平和芦溪《陈氏
族谱》载:

“许家高阳县，薛家河东县诸子孙并是亲生骨肉不得为婚
⋯⋯陈崇公兄弟五人又望转汀州宁化县住，陈公在地名后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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坑住下，生下二男:一公陈俭⋯⋯二公陈爵⋯⋯俭生三男(都

徙于闽西、粤东-引注)⋯⋯爵生有五男:一公陈仲四郎流

漳州府漳浦县大坑住;为考公二公陈仲四五郎流漳州府南靖

习贤里竹围住;(三公、四公仍徙居闽西-引注)⋯⋯五公陈

仲八郎在原宁化石壁住，有五男分流⋯⋯祖徙住芦溪者间又

分五房。"①

再如有"闽台陈林半天下"之称的林氏，据南靖林雅《西河九龙族

谱》等载:

其一为宋代第三十八世德公，进士，为宁化知县，宋末不

回中原原籍而居宁化石壁为始祖，后裔有流入闽南者，有成南

靖林雅、金山等支派。②另一入闽祖讳靖，"光州固始人，今吾

之林从闽汀来⋯⋯散落漳潮惠间。'，③
又如赖氏，据南靖《梧宅赖氏族谱》载:

赖氏原居宁化石壁田心村，"世人皆呼为田心赖，自宋及

元至大明洪武二年，闻朝廷开漳泉惠潮，招集新民，我宁化朝

美公，婆许、马、黄氏生下九子，名唤荆、梁、雍、豫、徐、扬、青、

充、冀，长次三同嫡母马氏来漳泉开基;四五六同次母许氏住

惠潮作祖;七八九同三母黄氏在石壁看守祖祠坟墓。'，④
因此，据有关人士考证和统计:与闽西有这种宗亲渊源关系的

闽南姓氏有70余个;⑤而现在台湾闽南人中则有300余万人的祖

先曾徙居过闽西宁化石壁。⑥所以，闽西与闽南人的关系远比一

般人所想象的密切。

① ②③④引林嘉书《对"客家迟来"说的再研究》所引摘相关丝氏族谱资抖。
⑤ 林嘉书《对"客家迟来"说的再研究》，谢剑、郑赤淡主编《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

文集》。
⑥ 林嘉书《闽台风俗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1卯1年版，第8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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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闽西客家迁台的时空形态及原因

由于受历史和区位的影响，闽西客家迁徙台湾在时空形态上

表现出明显的特征，而且决定这种形态特征的主要因素在政治、经

济、地缘和社会等方面各有侧重。

一、闽西客家徙居台湾的时序形态及其原因

闽西客家徙居台湾始于何时无从可考，但至迟于明代即有人

渡台开基，如连城庙前芷溪村黄姓三世邓斌公，赴台开基至今已达

以X)余年。①然而，闽西人大规模渡台则在明末清初郑成功驱荷复

台至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之时，其间大致细历了三次阶段性的

移民浪潮。

1
. 第一次移民浪潮—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台时期

明永历十三年(1659)，明将郑成功在南京与清军决战失败，见

明朝亡于大陆已成定局，遂决定全力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达so

余年之久的台湾，以为立足之地。永历十五年(1661)三月，郑成功

亲率2万5千大军，分乘2(X)余艘船舰从金门料罗湾启航，经九个

半月奋战，迫使荷兰殖民者投降并退出台湾。郑氏在台仍奉朔称

明永历，并以赤嵌为“东都明京”，以明其抗清复明之志，历时达22

年(1661一1683)之久。

客家素有崇正心理，普遍有反抗异族压迫的意识，所以，从明

崇祯末年(清顺治初年)开始，客家地区抗清斗争如火如茶，特别是

闽西、粤东一带，由于南明政权曾相继建立于此，并有余部及宗室

在此抗争，因而抗清复明烈焰遍地燎原，不仅时间长达几十年之

久.而且从官吏士子到一般乡民都有不少卷人这场斗争。②清廷

① 龙岩市台办编《寻根揽胜闽西缘》，海风出版社1卯7年版(清样)，第54页。
② 简启梅《顺治年间闽西客家抗清斗争述评》，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编《客家纵横》

32开本，第一辑。

123



对其镇压也极其残酷，如为镇压“武平所民王道一、徐文海”领导各

乡义民万余人抗清，从顺治三年至五年连续屠城三次。①而这时

直至明郑立足台湾，郑氏集团一直在闽台坚持抗清，并广纳内地移

民赴台。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是，郑成功心腹大将并于郑成功死后

由其子郑经嗣位后主掌明郑军务的刘国轩乃闽西汀州人氏。他在

清康熙前期乘三藩之乱，经常亲自率兵进攻闽南、粤东甚至直人闽

西，②所以，闽西与粤东客家抗清组织多与其有联系，③如永定苏

逢霖、大埔江龙等所率义军即与明郑相呼应，其中江龙后来还成为

明郑之镇将。④在这种形势下，闽西客家追随赴台者自然不在少

数。这一历史现象，不仅两岸史家和客家研究者已有一致认识，而

且在闽西和台湾客家有关姓氏族谱中也有具体记载。如江氏，据

永定高头《江氏族谱》和《台湾江氏大族谱》记载:

永定开基祖江添澄长子继富(ro世)，派下18世“秋贵、阿

龙(即《台湾江氏大族谱》所载“阿龙渡台祖”)往东都。”“19世

魁妹二子去东都”，另外，18世江汉鼎、江汉壮兄弟也于此时

去台。

又如魏氏，据《武平魏氏族谱》记载:

元代开基于武平的魏侃夫，传至巧世魏伟生，有六子名

鼎龙、玉龙、成龙、伯龙、飞龙、夫龙，第五子飞龙于“永历十五

年”(即郑成功收复台湾当年)适居台湾桃园音潭乡开基。在

此前后，还有13世龙昌，14世洪恩、圣受、盛受，巧世光英，17

世勤创、雨来、粮连、路连等相继渡台，徙居于桃园、苗栗等地

垦荒。

所以，在郑成功收复台湾时期，由于受政治和乡亲刘国轩等的

① 邱复主纂《武平县志》(民国30年版)。
② 连横《台湾通志》“刘国轩传”。
③ ④简启梅《顺治年间闽西客家抗清斗争述评》，闽西客家学研究会编《客家纵

横》32开本，第一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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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，闽西形成了历史上第一次迁徙台湾的移民浪潮。

2.第二次移民浪潮—清康熙中叶至中日甲午战争

康熙二十二年(1683)，清朝平定台湾统一中国，但在平定台湾

中立下汗马功劳的施琅将军以去台者多“积年贫穷游手周作者”，
“恐至海外诱结党类，蓄毒酿祸”为由，建议清廷“暂禁开海”，并请
严禁客人渡台。奇怪的是，这些奏请竟都被清廷准许。然后施琅

颁布“移民三禁”，即:1.渡台者必先给原籍地方照单，并经两岸海

防稽查审验批准;2.渡台者不许携带家眷;3.严禁粤东一带客人

渡台。可见对大陆特别是客家渡台者十分严格。所以，这一时期

闽西渡台人数锐减。这种状况持续至康熙三十五年(16%)施琅去
世，禁令才逐渐松驰。

客家多处山区，山多田少，以致农产不丰，经济落后，加上人口

增长迅速，人民生活历来比较贫苦。象闽西，素有“八山一水一分
田”之称，宋《临汀志》载:“汀，山多田少，土痔民贫。”康熙《永定县
志》亦载:“(永定)俗俭而风朴，地痔而民贫，崇山复岭，旱潦频年又
苦于催科。”民国《武平县志》则载:“武邑处万山中，无巨川为之贯

注，故山田多苦旱，然涧溪交错，遇溪雨，山水暴至，又易为民害”，
“旱潦不时，民将乏食。”这些等等，都说明闽西历史上生存环境恶

劣;加上清代中期人口出现空前爆涨—据史料记载和有关人士

统计:汀州府人口在宋末元初不足24万，但到清道光九年(1829)
已涨至155万。①因生计所迫，海禁开放之后，闽西赴台者络绎不

绝。这一移民现象，在有关史籍和族谱中反映得十分热闹。以永

定为例，如下洋胡氏，据民国十三年修《胡氏族谱》记载:这一宗族

从康熙年间就有不少人移台，其中从开基祖万七郎公所传第17代
至25代渡台定居者共2的人，而于乾隆初年去台的胡悼酞还成为

《闽矗晶镶佩髯探髦人口发展与社会经济关系述评，，龙岩地区社科联主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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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农垦与教化先驱之一;再如下洋谢氏，据洋背《谢氏重抄族谱
序》载，从巧世于乾隆年间始至20世于清末(记止l9(只年)，迁台
者有42户;又如高头江姓，据当地东山、南山、北山各村族谱记载，
仅22世(约19世纪初)前去台者就达中团余人，其中一家兄弟三四
人、五六人全部去台的很多，还有父子在台，祖孙去台的，也有父亲
去世后母亲携子去台的。①此外，当今台湾永定籍政要李登辉、吴
伯雄等，其祖上也是分别于乾隆和咸丰时期去台，其中李氏上祖据
永定湖坑《李氏族谱》记载，在雍正、乾隆年间去台者就达221人
⋯⋯这段时期闽西去台者除一般平民外，还有不少清朝派往台湾
的驻守军人。如康熙年间分别有长汀人林富和永定人吴升任台湾
南路营把总;乾隆年间有长汀人曾绍龙任鹿仔港左营游击，漳平人
尹贵任北路营把总、长汀人吴见龙任千总;嘉庆年间有连城人吴孝
林任台湾北路千总，长汀人童聪超任台湾府千总等等。这些军人
不少在解甲后留在当地开基立业。②

闽西客家第二次徙居台湾浪潮，由于主要受生存欲望的驱使，
加上时间横跨2(X)年之久，因而比起第一次移民浪潮更为剧烈，至
今在台的闽西籍人氏即大多为这一时期移民的后裔。

3.第三次移民浪潮—二战结束至国民党退据台湾
1894年，中日甲午战争爆发，次年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。在两

国签订的《马关条约》中，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、澎湖列岛。
从此，闽西人移迁台湾转人低潮，甚至还有一些原居台湾者因不人
日本籍或从事爱国活动而被驱出台湾。这种状况直至1945年第
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根据《开罗宣言》和《波茨坦公告》，被日本强占
50年之久的台湾才归还中国。从此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

① 苏志强《高头江姓人迁台述略》，永定县政协文史委主编(永定文史资料》第15
辑“黔笼岩市台办编《寻根揽胜闽西缘》，海风出版社l二年版(清样)，第5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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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而国民党败走大陆，闽西客家又掀起一次移居台湾的浪潮。

在这次闽西人氏移民台湾的浪潮中，主要由前期随国民政府
接管台湾和后期随国民党胡琏兵团残部退离大陆这二波移民组

成。在前一波移民中，最主要的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个领头人物
—李友邦与张文成。

李友邦，原名李肇基，著名台湾爱国人士，曾两次参加袭击海
山郡日警派出所，后潜回大陆，在闽浙赣等地号召台胞“保卫祖国，
收复台湾”，并于1939年在浙江金华成立台湾义勇队。金华沦陷
后，义勇队移居闽西龙岩，当地青年踊跃参加，使队员一下从165
人增至381人，其中苏禄洲、章仕开、林忠元、苏振文、苏年湘、谢启
武、郑炳尧等，都是李友邦在岩所办三期“干部训练班”的首批闽西
籍少尉队人员。抗战胜利后，台湾义勇队开赴台湾，同去了不少闽
西籍队员。而龙岩东肖籍的张文成，则在台湾光复后奉派接收日
据时的花莲港厅。国民政府成立花莲县政府，他首任县长。张文
成赴台时，第一批就从龙岩带去了100多名干部和中小学教师。
受这些人影响，以后闽西人赴台络绎不绝。

后一波移民主要是受胡琏兵团溃退大陆的影响。1949年7
月，在淮海战役(国民党称“徐蚌会战”)战败而突围的国民党胡琏
兵团从赣南进入闽西，一路拉扶抓丁补充兵员，并在永定、上杭等
县驻扎一个多月，成立“闽粤赣边区军事政治干部学校”和“永定善
后委员会”等组织，招摹社会知识青年和在校学生，然后撤离闽西
前往广东汕头退至金门、台湾。在这次有目的、有组织的军事行动
中，跟随和被抓的闽西人(大多是青壮年)达近万余人，他们到达台
湾后，除部分转人政界与商界外，大多退役后成为台湾所谓的“荣
民”。此外，在这一时期，在国民党其他部队服役的军人退台者也
不在少数。加上这些人士，在1949年去台的闽西人共12仪X)余人。

在第三次移民浪潮的成员中，不少人成为当代台湾社会的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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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，如位列国民党军队陆军上将的罗列，曾任台湾省中医师公会首
任会长和台湾“环岛铁路兴建促进会”主任委员等职的郑品聪，台
大教授、“考试院”委员卢衍棋，以及实业家罗天照等等，都是这一
时期去台的。

二、闽西客家徙居台湾的空间形态及其原因

闽西客家徒居台湾，无论是离开原籍的区域，还是抵居台湾的

分布，都呈现出明显的特征。了解这一现象，对于研究客家问题和
台湾移民史都有一定的意义。

1
. 去台者以永定、武平为主

在今台湾约70万闽西籍人口中，以原籍为永定、武平两县最

多。这一现象饶有兴味，因为漳平市和新罗区(原龙岩县)原属漳
州府，并位于九龙江流域，但它们的去台人氏却远不及前者。据台
湾各姓渊源研究学会编印的《台湾区百大姓源流简介》显示，明清
时期有由闽西直接迁台的27个主要姓氏中，有含永定的达20个，
他们是:黄、吴、刘、谢、曾、徐、苏、江、游、湖、沈、余、卢、范、巫、阮、

林、张、魏、李。其中前16姓中，在闽西还只永定独有(实际为占主
导);由武平直接迁台的姓氏则有5个，他们是:张、钟、魏、温、冯。
其余各县、市、区最多才两个(上杭与新罗)，而清流、明溪、连城、漳

平等四县、市则不在统计之列。
构成这一有趣的人文现象，主要是由当时受自然和政治因素

制约而形成的特殊渡台途径，以及地缘区位的影响所致。清朝时
期，大陆人民去台的途径主要有两种:一种是走政府规定的官道，
即大致从原籍领取照单到厦门查验，而后放洋到澎湖的妈宫(今称
马公)等港候风，然后向东南行驶，经东吉洋进人鹿耳门查验，再由
安平登岸到达府城(今台南)附近寓居;另一种是偷渡，即由原籍到
闽南、粤东沿海搭乘小帆船，趁初夏的西南风，或在七月、十月风势
较稳时向东北进发至台湾南部西南岸，遇到汛兵疏于防守或买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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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就在各小港口直接登陆。①然而，如前所述，闽西客家渡台本
是多因生计所迫，走官道需要钱，而且手续麻烦，因而大多选择偷
渡，所以，他们离开大陆赴台时，靠粤东者往往顺汀江—韩江南
下至汕头人海口，靠闽南者则步行至漳浦、厦门一带海岸。

闽西武平因与粤东的蕉岭、大埔相接，并且同属纯客家县，语
言风俗相同;而蕉岭是粤东去台最多的县分之一，至今台胞达4D
余万，超过原籍人口20万的一倍。受此地缘的影响，武平渡台者
自然甚众。至于永定，它既与闽南的南靖、平和相接，又与粤东的
大埔相连，并且与大埔之间有汀江下游沟通，闽南、粤东两地渡台
的有利条件都可沾边，所以，去台者在闽西各县最多便不以为奇。

2.居台者处山地丘陵为多

在台各族群的分布，素有“泉州近海，漳人居中，客家近山”或
“闽(闽南人)海、粤(客家人)山”之说。现实状况虽然不这么绝对，
但从目前台湾客籍人士多聚居于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屏东、高
雄、花莲、台东等县山区来看，这些说法还是大致勾勒出了客家在
台的分布轮廓。闽西籍客家在台的分布，与此说法也八九不离十。

这一人文现象的形成，主要有两大方面原因:一是在主观上，
客家人在大陆时主要居住在丘陵山地，生活习性不以航海捕捞见
长，而是以农垦耕种为主，他们徙居台湾不可能马上放弃原乡的生
活传统，只能承袭以山地开垦和农作物种植的职业，所以，他们一
到台湾，就自己决定了居住环境多在山区的命运;另一重要因素
是，在客观上，客家人徙居台湾迟于闽南人，而且人数不及后者，特
别是语言文化与闽南人不同，因而常受闽南人岐视、排挤甚至发生
械斗而退居山区。这方面现象，不少史籍和研究都有反映，如康熙
五十五年陈文达编纂的《台湾县志》记载:“台(指台湾县)无客庄。

① 陈运栋(客家人》，台湾台原出版社1989年版，第97一9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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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庄，潮人(指粤东潮州府客家)所居之庄也。南路自淡水溪而下，
类皆潮人聚集以耕，名曰客人，故庄亦称客庄。每客庄至数百人，
少者百余人。漳泉之人不与焉，以其不同类也。”作为闽西籍客家，
因其语言习性与粤东籍客家相同而属“同类”，自然也难被闽南人
接受而愿与粤东籍客家相处，因此，他们在台湾基本与粤东籍客家
融为一体而多居于山地丘陵之地。

三、闽籍客家在台湾的历史功绩

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。推动台湾社会历史发�展和
进步的动力，主要是作为炎黄子孙而移居台湾的闽南语人和客家
人。福建特别是闽西籍的台湾客家人作为台湾社会成员的组成部
分，无疑在台湾史上留下他们应有而独特的成就和功绩。

一、维护祖国统一

在中国历史上，台湾曾两次被外国侵占。一次是明天启四年
(1624)荷兰人侵人，在岛上建赤嵌城，实行殖民掠夺，直至明永历
十五年(1661)郑成功据台才得以光复;另一次是1895年清朝在甲
午海战中败于日本后，被迫签订《马关条约》而割让台湾给日本，直
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回归祖国怀抱。在台湾两次被
外国侵占时期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民为台湾的光复和祖
国统一，与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，其中福建特别是闽西籍
台湾客家的表现，同样令人瞩目和钦佩。

闽籍客家在第一次光复台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，最为耀眼
的人物是长汀籍人士刘国轩。他随郑成功因“为将，爱士卒，信赏
必罚，而出奇制胜，众莫能测，故每战得捷，败亦能完，诸将皆莫及
也”而成为郑成功心腹大将。①郑成功死后，他主掌明郑的军务。

① ②连横《台湾通志》“刘国轩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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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历十五年(1肠1)，郑成功率大军赴台驱荷，刘国轩作为先锋大
将，率领将士冲锋陷阵，勇猛顽强，无往不克，连荷兰据台总督撰一
也不得不承认其所率将士“不顾死活地冲人阵地，十分凶猛大胆，
仿佛每个人家里还另外存放着一个身体似的。”然而，更显其英明
大义之处，则在康熙二十二年(1683)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琅进
攻台湾时，能审时度势，以明郑最高军事长官身份，“与文武议奉克
姨(郑成功孙)以降”，②使清朝更为顺利地实现了大陆与台湾的统
一。因此，在台湾第一次光复及其与大陆统一的民族大业中，刘国
轩所起的作用功不可没。所以，连横著《台湾通史》，在“列传”中有
刘国轩专传，而且篇幅比其他列传人物重要，并给予高度的评价。

在第二次光复台湾和统一祖国的斗争中，因其时间更长和更
为艰巨，因而闽籍客家参与的人士更为广众，事迹也更为感人。就
群体而言，最著名者为台南屏东的“六堆”抗日。“六堆”的名实，本
缘于康熙六十年(1721)台南一带客家人为应付当时与闽南人磨擦
的客家准军事组织。据刘正一《台湾南部六堆客家发展史》阐述:
“凤山下淡水自康熙中叶来，素有闽之漳、泉、汀三州与粤之潮州人
开拓成庄。闽之漳、泉与潮之海阳、潮阳、揭阳县民，因语气相通，
故相睦和处。而潮州所辖镇平(今蕉岭)、程乡(今梅县)、平远、大
埔等县是客家人，与闽之汀州府永定、武平、上杭等县同为客家人，
故情感敦睦，相互守望。两方各有嫌隙，互有敌意，纠纷屡起。六
十年五月朱一贵(长泰人)与杜君英(潮州客人)在府城相攻，杜君
英战败北走，闽客之间气氛紧张，随时会发生械斗⋯⋯乃创设‘六
堆’及设立章程。’，③在清朝，“六堆”客家屡助清廷平乱，而清廷对
其也褒奖有加，但感人至深的是乙末抗日。光绪二十一年(1895，
甲子纪年乙末)，清朝割台湾、澎湖等地予日本，台人群情激愤，誓

③ 见台湾“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”策划主办《客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》(1望辫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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守台湾以抗日，进士丘逢甲、巡抚唐景裕和总兵刘永福倡立“台湾

民主国”。然而，当日军登台不到半月，“总统”唐景裕和“团练使”

丘逢甲等都纷纷内渡。“六堆”客家在无官府可依的情况下，自己

组织全力抗日，在斗六门和六根庄两役及全台抗日最后一仗—
火烧庄战役中，“六堆”客家“男执干戈女甲裳”，以死亡l(Xx)余人
及家园涂炭的悲壮牺牲，给进攻台湾的日军予坚决抵抗和沉重打

击。至于个人英雄，最突出者当数上杭简氏第9世简德润第17世

孙的简大狮。简大狮，原名简忠浩，生于台湾淡水，去台原籍为与
闽西永定一山之隔的南靖梅林长教村(客家村)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
后，他无比愤慨，曾打算潜人京城刺杀李鸿章，经朋友劝说，才转为
组织抗日义民队伍直接与日本侵略者斗争。在台湾，简大狮率领

抗日义民经常袭击日本军宪警驻所，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。经过

5年之久的艰苦斗争，因寡不敌众，简大师只好回漳州以图再举，

但因日寇早已对其恨之人骨，便要挟清政府将其逮捕并解往台湾，
于1侧X)年2月29日英勇就义。

包括闽籍客家在内的台湾客家抗日行为，大大弘扬了中华民

族不屈侮辱和渴望统一的正气。就连日本人对此也大为叹畏并对
客家刮目相看。日据台湾时期所出的有关日本学者著述，不少都
有这方面的记述，如山口县造《客家与中国革命》称:“客家是中国

最优秀的民族(按:应为民系或族群)⋯⋯他们的爱国心比任何一
族都强，是永远不会被人征服的”;竹越三郎《台湾统治志》云:“客
家是台湾最开化、最坚强和最富民族意识而不易统治的民族。”这
些认识和评价，可以说是日本人从侵占台湾而与当地客家人的较

量中得出的一种叹畏，而这种叹畏的来由，无疑包括了闽籍客家的
抗日爱国义举。

二、拓殖台湾经济

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，史家推断至迟在秦汉就与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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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有扯不断的关联，而且汉晋以来就有大陆人民陆续东渡登岸，元

明开始，台湾列人中国版图，接受朝纲的辐射，从此，福建漳泉人民

不断渡台并定居耕种于此。然而，台湾得以大面积彻底拓展和开

发，则在郑成功驱荷复台而闽粤移民大举迁台之后，其中闽籍客家

所起的作用和作出的贡献，不可低估。

台湾在大陆移民大举渡迁以前，由于孤悬大海，人烟稀迹，到

处是丰草茂木，满目荒野，所以，早期的拓荒者“多死于烟瘴，不得

归葬家乡。’，①然而，当客家人大量渡台拓垦时，由于闽南人占地

理人和之便已捷足先登而居于沿海平原，因而留予他们开垦的地

方，多是林荫深翁、烟瘴弥漫的丘陵山地。但终因原乡生计所迫，

而台湾又土壤膏腆，雨泽丰沛，非常宜农，所以，不少闽粤客家仍置

生命安危于不顾而毅然渡台，以客家人不畏险难、艰苦奋斗的创业

精神，并凭着丰富的垦殖和农耕经验，硬是在闽南人遗弃的地方开

辟出一片片良田和重建起一处处新的家园。

据史籍与有关研究成果表明:仅清代朝隆年间永定人垦台中

地区的人氏即主要有:胡永兴率众拓垦胡芦墩岸里新庄(今丰原市

胡芦、富春、下街、顶街等里);苏昌龙垦殖后里(今后里乡后里、原

里二村);卢祯诚、曾日育等垦荒大里(今大里乡大里、新里二村);

卢清杰等开垦阿罩雾(今雾峰乡)②等等。然而，闽籍客家在明清

时期拓垦台湾最著名者当推刘国轩和胡悼酞。

作为功臣良将，刘国轩在驱荷复台中铸成的声名，在其在世时

就远播海内外。但英雄就是英雄，刘国轩在拓殖台湾的功名也甚

于一般的垦荒者。据史籍记载:郑经继嗣后，刘国轩率师驻半线

(今彰化)、守鸡笼(今基隆)，以平北路诸番而求巩固明郑在台的经

营。为减少明郑经济对大陆的依赖，他在这些当时明郑用于流放

① 朱维干(福建史稿》(下)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357页。
② 陈运栋了客家人少，台湾台原出版社1男夕年版，第140一14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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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人的台湾北部荒野地区实行屯田。①台湾北部大面积的开辟，

不仅加速了与台湾中南部已开发地区联成一体的进程，还为日后

基隆、台北等地的繁荣创造了先决条件。与此同时，刘国轩在拓垦

实践中认识到台湾的气候、土壤和排灌极适宜甘蔗种植，于是“建

议拓地招垦，以兴糖政，并奖励官兵种植甘蔗，由福建输人大宗蔗

苗，广布种植，成绩斐然。’，②刘国轩这一倡导，不仅改变了以往台

湾的农作物只种芝麻、绿豆的历史，③而且还因“每岁所出约六十

万篓(每篓约一百七十八斤)，全台仰望资生，四方奔走，莫此为甚，

故为贸易之大宗。’，④大大搞活了明郑的贸易和经济。当时，台湾

出产的蔗糖每年输出30万担，除输入大陆外，还远销日本，使其成

为与稻米并列的台湾两大经济作物。因此，刘国轩在拓殖台湾方

面的功绩，与其在驱荷复台中的作用一样功不可没。

胡悼酞，字攀林，号仰堂，闽西永定下洋中川村人，以生员捐纳

例贡，乾隆初年渡海登台，居于淡水兴直堡新庄山脚。当时“兴直

堡一带多未辟”，悼酞赴淡水厅请垦，出资募佃，并回永定家乡动员

和带领乡亲前往共同垦殖，然后“建村落，筑坡圳，尽力农功。不数

年后启田数千甲(每甲为十亩三分一厘)，岁人租谷万石，翘然为一

方之豪矣。”⑤以一介书生而成为拓荒的杰出代表并大获成功，胡

悼酞可谓台湾史上第一人，所以，其英名事迹在台湾人民中长久传

颂，两岸特别是台湾有关史书对其也多有记载和评价，如连横《台
湾通史》有胡掉酞传，而当代台湾学者郭廷以在其《台湾史概说》

中，当叙及乾隆、雍正淡水一带开发的历史原委时，更是着重论述

了胡悼酞对台湾北部开发的贡献。

三、传播中华文化

田 ④连横《台湾通志》“刘国轩传”。
袁克吾《台湾》，厦门大学编印，1951年油印本，第191页
朱维干《福建史稿》(下)，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
连横《台湾通志)’’胡悼献传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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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湾在荷据之前，“为海上荒岛，靡有先王之制也。”荷兰人侵

台后，“乃派牧师布教”，授以基督之类的西洋文化，但接受教育者

甚少。①所以，台湾文明的真正开启，则是在郑成功驱荷复台而大

陆人大举渡迁之后移植其所携带的中华文化。这方面，客家人的

作用功不可没，而闽籍客家的作为也同样可圈可点。

客家本为中原汉民，其祖先大规模迁离中原和江南而往南方

挺进，是从晋唐开始。而这时，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正走

向高度成熟并辉煌灿烂，所以，崇尚文教和耕读并重成为客家人文

最显著的特征之一。早期渡台的闽籍客家特别其文人士子，无不

在当地尽其所能、倾其所力地推广这种道德规范，在其所居的台湾

每个区片和角落，播撒着中华文化的种子，使文化荒漠的台湾，开

放出一朵朵绚丽的中华文明之花。如乾隆年间人居淡水的永定籍

贡生胡悼酞，他不仅在垦殖台湾的业绩中功勋卓著，而且在开启当

地文风，发展台湾北地的文教事业中，也同样为世人称道和铭记。

据史籍记载，胡悼酞初抵台湾时，北部地区淡水一带的文化教育事

业仍然一片空白，他“念淡水文风未启，乡里子弟无可就傅”，以致

各地移民为争土掠地而经常斗殴流血，遂于乾隆“二十八年间，自

设义塾，名曰明志”，并“捐置水田八十甲余，以其所人供膏火，又延

名师教之，”毕业者每期达几十人。这一成绩在古代就是经济较发

达地区也是少有。所以，当时淡水厅同知胡邦翰闻其事迹而深受

感动，详报有司请改为书院以扩大其功能，发挥更大的教书育人作

用。后来，总督杨廷璋还为其立碑纪念。杨在碑文中高度评价了

胡悼酞的兴学义举，赞其“标明志之名，冀成致远之器。”兴学重教，

功在千秋，“摩义渐仁，山川换色”。胡悼酞在台湾除著田兴学外，

还“置香田”于观音山上“建佛寺”。该寺后来成为台湾“名刹”。所

① 连横《台湾通史》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，第187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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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，他在当时就被清廷和台湾总督分别授予“文开淡北”，“功资丽

泽”的奖匾，成为在台传播中华文明的杰出先驱。①除胡掉酞外，

早期对开启台湾文风作出贡献的闽籍客家士子还有永定籍的胡檀

生，他于雍正年间任彰化学官期间，积极推动当地教育事业;另有

连城籍的黄而康，他于咸丰年间赴台湾府任教谕，培养台湾子弟接

受中华文化;②此外，永定籍翰林巫宜福，于道光初年游历台湾

时，也在三芝乡等地嘱令当地民众接受大陆文化，其事迹在《台北
县志》和日人铃森清一《台湾旧习俗信仰》诸籍有记，在此不再赘
述。

然而，闽籍客家在台湾播种中华文明的贡献，远不止于这些少

数的文人士子，而是人人参与、大家实践。众所周知，客家先民南

迁是背负着祖宗骨殖辗转迁徙的，这正是中华民族敬祖睦宗、热爱

故园和团结奋发的道德风范在客家行为中的典型体现。历史上，

客家人不论徙居哪里，都把这种人文移植在哪里，并且靠着这种精

神，无论遇到多大艰难险阻都勇往直前。在台湾，我们同样可以看

到，那怕早期渡台者基本都是因生计所迫的目不识丁的贫民和士

卒，但他们对祖先和故园的敬恋以及团结乡里的精神，依然是那样
执着和强烈。就单一宗族而言，如台湾屏东有座“张氏化孙公分

祠”，这是开基并段葬于上杭而被后世尊称为“郸(汀)江始祖闽粤

江左流传”的张化孙的裔孙，在徙居台湾后仿祖地总祠风貌所建;
再如台南的成功路有吴氏大宗祠，据考也是南宋吴氏人闽始祖昊

承顺(段葬于龙岩小池前)的后裔，在渡台后为纪念祖地和先人而

留下的文化遗产。③此外，就反映整个乡里团结友爱而言，在台湾

至少在漳化、淡水和台南三地都有定光佛寺庙，这些寺庙都称郸

① 所引均见连横《台湾通志》“胡绰欲传”。

昌 哭誉黯努簌誉覆嘉靛留留蠢贪篡鳖苗群缺粼石翼o)，第5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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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汀)山寺和汀州会馆。它们的功能除祭祀神明之外，更主要的则

在于乡亲之间联络感情和守望相助。所以，固守和培植着这种精

神，客家人尽管在台湾各族群中处于弱势，而且又多居于丘陵山

地，但仍然有所作为，并且子孙后代的感情都与祖地紧紧连在一
起。

闽籍客家居于闽地西南一隅，在此长期劳动生活，繁衍生息，
其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自然难免烙上当地氛围的印痕。这些具有

地方特色的文化事象，不仅为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再添了一笔，而

且也随闽籍客家的渡台而深深扎根于台湾社会之中。如文艺方

面，在台湾流传的北管、汉剧、山歌、傀儡等等，从形式到内容都明

显折射着闽西同类事象的影子;而宗教信仰方面如彰化、淡水、台

北、台南等地客家住区至今仍承袭的"伯公"崇拜和定光古佛信仰，
不但其称呼和信徒在大陆基本限于闽西，而且其缘起也出于古代
汀州。①它们被传于台湾，除满足了早期闽籍客家迁台者的娱乐

需求和心灵寄托外，还拓展了客家文化的传播和影响空间，同时也
充实和丰富了台湾文化的内涵。

本文为福建jte1台交流协会和闽西客家联谊会联合举办之"阂

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会"(1997，龙岩)主旨报告论文，原刊《客家纵
横))l997年第四期"阂台客家关系学术研讨会专辑"及福建社科联

主办《福建学刊》(1998年第二期起更名为《东南学术》)1998年第
一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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